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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埃及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中东史学颇具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将历史视为阶级斗争的

结果,通过唯物史观分析埃及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 20 世纪是埃及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和发展

的重要历史时期,体现了历史书写对殖民主义、阶级斗争和社会现实的回应。 埃及马克思主义史学

不仅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应用,还扩大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域外传播,其史学演进路径经历

了社会思潮到史学流派、教条主义到理论创新、阶级斗争到反极端主义的演变。 研究 20 世纪埃及马

克思主义史学,对于推进中国的中东史学史研究具有一定的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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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天然具有全球面相的史学发展,埃及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先后受到西方的社会主义思

潮、经典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 从史学的代际传承来看,埃及马克思主义史学既

延续了传统的阶级分析法,又在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基础上做了新的理论尝试,提出了“依附

论”与“伪伊斯兰”等观点,对全球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20 世纪以来,中国的马克

思主义史学研究主要以西方和社会主义国家为研究对象,由于在阿拉伯文史籍整理方面存在障碍,
有关埃及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付之阙如,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埃及共产主义发展史方面。① 国外

学术界主要从历史、哲学和实践三个层面对埃及马克思主义史学进行考察,②这些著作尽管具有较高

的学术价值,但存在系统性研究不足和意识形态偏见等问题。 因此,系统研究埃及马克思主义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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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二战后全球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文献的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22&ZD250)的阶段性成果。
王泰:《十月革命在中东的历史回响———〈金字塔报〉所见的共产主义在埃及的早期传播及其历史命运》,《内蒙古民族大学学

报》2009 年第 4 期;赵丁琪:《埃及共产主义运动的百年历程及经验教训》,《国外社会科学前沿》2021 年第 3 期;孙晓雯:《对埃及

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考察》,《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0 年第 3 期;刘昌鑫:《埃及民族解放进程中的共产主义运动》,《史学集

刊》2015 年第 3 期;王泽壮、郗慧:《十月革命对埃及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安徽史学》2014 年第 4 期。
伊格尔斯指出,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是构成现代伊斯兰世界历史的重要因素。 彼得·格兰以埃及历史发展为主线,概括了现

代埃及史学的社会学和经济学转向;阿卜杜勒·蒙义姆认为20 世纪是埃及历史书写复兴的时期,梳理了部分埃及马克思主义史

学家的生平与史学观点;侯赛因·穆尼斯从历史哲学入手,介绍了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史学价值与特征,促进了埃及传统史学与

近代西方史学的融合;安东尼·戈尔曼结合埃及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对埃及唯物史学流派进行了相关阐释。 参见格奥尔格·
伊格尔斯、王晴佳、苏普里娅·穆赫吉:《全球史学史》,杨豫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 年版;Peter Gran, “Modern Trends in
Egyptian Historiograph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9, No. 3, 1978;

( 侯 赛 因 · 穆 尼 斯: 《 历 史 与 历 史 学 家: 史 学 研 究 》, 知 识 出 版 社 1984 年 版 );

(阿卜杜勒·蒙义姆·伊卜拉欣·达苏基·朱梅仪:《现当代埃及历史书写趋势:19—20 世纪》,阿因人文社科

出版社 1994 年版);Anthony Gorman, Historians, State and Politics in Twentieth Century Egypt Contesting the Nation, Routledge
Curzon,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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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对中国中东史学史研究的发展有所裨益,同时也有助于考察全球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 本文

以唯物史观考察埃及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脉络,通过对阿拉伯语文献的研读,梳理埃及马克思主

义史学的起源与嬗变。

一、埃及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溯源

马克思主义史学不仅是在极端严酷的政治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也是在批判思辨的历史哲学和历

史主义的历史编纂学等种种资产阶级学术思潮的基础上日益成熟的。① 埃及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

以社会主义思潮在埃及的广泛传播为基础,时间从 19 世纪初至十月革命持续了近一个世纪。 空想

社会主义、费边社会主义、民族社会主义思潮为埃及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提供了生存土壤,为埃及

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史学不仅涉及历史编纂,而且是经验实证与理论思维的

统一。 因此,埃及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往往也伴随着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 从理论溯源的视角

看,埃及马克思主义史学先后受到西方社会主义、经典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并最

终形成了颇具特色的中东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
首先,埃及马克思主义史学萌芽于西方社会主义理论。 启蒙思想家里法阿·塔哈塔维于 1824

年作为埃及首个留学生代表团的随团教长来到法国,在圣西门空想社会主义思想②的影响下将法国

宪法翻译成阿拉伯语,③向埃及民众宣传民主的社会制度。 他在《现代伦理关照下的文明心路》一书

中,进一步划分工业、农业、商业三个部分,着重介绍了社会的“公共福利”思想,④成为阿拉伯国家传

播社会主义思潮的第一人。 他系统研究了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的学说,并深受孟德斯鸠的思想影

响,主张保护国家资源、发展民族工商业、妇女解放。 除理论贡献外,塔哈塔维还将新闻业引入埃

及,创立埃及第一份阿拉伯语报刊《埃及时事报》,⑤为日后埃及马克思主义出版业的崛起铺平了

道路。
随着埃及社会主义的发展与工人阶级的进一步壮大,埃及著名史学家、埃及社会党创始人萨拉

马·穆萨由空想社会主义进一步走向渐进社会主义,即费边社会主义。 萨拉马最初在伏尔泰历史观

的影响下开始接触马克思和共产主义思想,后在英国加入知识分子学会和费边社,其思想来源与理

论传承主要来自萧伯纳的人文主义和达尔文的进化论。⑥ 1913 年,他出版首部用阿拉伯语书写的社

会主义宣传册《社会主义》, 旨在启发公众意识,阐明社会主义本质,使阿拉伯人了解欧美社会主义

201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徐浩、侯建新:《当代西方史学流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87 页。
法国圣西门空想社会主义赞同君主制、终身制、家长制,故塔哈塔维并不认同“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他还提出“国王如灵

魂,臣民如肌体,灵魂不在,肌体何存?”的观点。 参见蔡伟良:《埃及近代启蒙思想家塔哈塔维思想溯源》,《阿拉伯世界研究》
2011 年第 3 期。

(《穆罕默德·阿里时代与圣西门主义者》),https: / / alarabi. nccal. gov. kw / Home / Article / 5854
[2023 - 10 - 07]

(里法阿·塔哈塔维:《现代伦理关照下

的文明心路》,欣达维教育文化基金会 2017 年版,第 12 页)
袁义芬:《里法阿·塔哈塔维》,《阿拉伯世界研究》1987 年第 4 期。
Ibrahim A. Ibrahim, “Salama Musa: An Essay on Cultural Alienation”,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15, No. 3, 1979, pp. 346 - 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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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奋斗目标及其在立法中所起的积极作用。① 西方社会主义理论的传播逐渐发展成面向埃及各个

阶级的一场思想启蒙运动,最终促成了埃及共产党的建立与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
其次,埃及马克思主义史学脱胎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 与全球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轨迹相

同,埃及马克思主义史学也缘起于经典译介。 1939 年,埃及共产主义活动家亨利·库里尔在开罗创

办法语周刊《堂·吉诃德》,运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探讨埃及的社会问题,此后他于 1943 年建立了

名为“埃及民族解放运动”的组织,该组织以译介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著为宗旨发起了“绿皮书系列”
出版运动,并与阿拉伯语言学院的专家合作设立了民族解放运动翻译局。 埃及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法

乌齐·吉尔吉斯任负责人期间,翻译局出版了大批高质量的翻译作品,如埃及经济学家拉希德·伯

拉维的阿拉伯文版《资本论》与《社会主义对历史的解释:恩格斯选集》。② 随着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

体系的构建,埃及学者逐步转向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解读,如埃及共产党员、经济学教授伊斯玛

仪·萨布里的《读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与《论社会主义方案的必要性》。③

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代际传承来看,史学家里夫阿特·萨义德是首位在民主德国系统学习共产

主义运动史的埃及学者,他先后取得德国莱比锡大学和柏林大学的博士学位,受到了经典马克思主

义理论的系统化训练。 里夫阿特回国后加入亨利·库里尔的埃及民族解放运动并因此入狱 15 年。
他运用唯物主义梳理了马克思主义在埃及的发展过程,先后出版《埃及共产主义运动史》《埃及左翼

组织发展史》《埃及的左翼刊物》《埃及左翼与巴勒斯坦问题》等著作。 里夫阿特强调埃及共产党在

促进埃及独立进程中的重要历史作用,并指出对埃及左翼报业的考察将揭示其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

的内在逻辑与核心问题。④ 他经过长时间的记录、筛选、修订,将埃及左翼报业的相关文献汇编成册,
成为埃及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重要参考。

最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拓展了埃及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领域,为其发展与代际传承积蓄了

思想活力。 作为全球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组成部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伴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

功对世界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在运用唯物主义原理解决历史学科的理论方面,
作出了可贵的探索与重大贡献。⑤ 除经典马克思主义论著外,埃及民族解放运动翻译局将毛泽东的

《论十大关系》《新民主主义论》《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译成阿拉伯文,⑥并在亨利·库里尔名为

“阵地”的私人书店中销售。⑦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实践使越来越多的埃及马克思主义史学家

认识到除苏联模式和西方模式之外的历史解释方法,其中以埃及经济学家、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萨

米尔·阿明最具代表性。
阿明在研究阿拉伯国家、东亚和非洲问题的过程中发现,西方的民族史学理论并不完全适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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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马·穆萨:《社会主义》,欣达维教育文化基金会 2012 年版,第
4 页)

(拉希德·伯拉维:《社会主义对历史的解

释:恩格斯选集》,埃及复兴出版社 1947 年版)
(《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https: / /

nasser. bibalex. org / Data / GR09_1 / Speeches / 1968 / 680914_monaqashat. htm[2023 - 10 - 07]
(里夫阿特·萨义德:《埃及共产主义

运动史》第 2 卷,希望出版公司 1986 年版,第 7—9 页)
贾东海、郭卿友:《史学概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37 页。
Roel Meijer, The Quest for Modernity: Secular Liberal and Left-Wing Political Thought in Egypt, 1945 - 1958, Routledge, 2015, p. 106.
Selma Botman, The Rise of Egyptian Communism,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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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地区的历史发展。 他系统考察了法国、苏联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提出研究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是解读中国模式的题中要义。 他在《全球南方的长期革命:迈向新的反帝国主义国际》中指

出,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原则是中国取得一切成果的根源。① 1984 年,阿明出版《毛泽东思想与修正

主义》,梳理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各阶段的发展特征,运用历史比较研究法对中国模式、苏联模式、第三

世界模式进行系统考察,并得出结论:“通过对中国发展模式的历史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中国马克思

主义在最初就与修正主义划清了界限,这种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来源是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②

阿明经济学理论与史学思想的发展反映了埃及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阶段性特征。

二、埃及共产主义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早期发展

从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到 1952 年埃及七月革命,这段时间是埃及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早期发展

阶段,它的发生和发展与埃及共产主义运动相辅相成。 十月革命的爆发鼓舞了埃及底层人民,使埃

及与英国殖民当局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剧。 1921—1922 年,埃及 50 个工厂共爆发了 81 次罢工活

动。③ 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阿拉伯民族革命间的密切互动关系,黎巴嫩史学家瓦吉赫·考塞拉尼

将阿拉伯马克思主义史学定义为“革命史学”,即与民族主义思潮结合,以历史决定论和唯物辩证法

为主线,以历史上的阶级斗争为基础,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历史、政治、文化和经济发展进行考察

的史学范式。④

究其外因,两次世界大战打破了原有的国际秩序,新的国际秩序使各国的发展轨迹紧密联系,使
马克思主义迅速从欧洲传播到阿拉伯地区。 究其内因,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埃及的发展与其内部反殖

民反封建的革命诉求息息相关。 马克思主义史学为解读埃及的经济史、社会史和政治史开启了一扇

门,埃及史学家通过分析国际问题、封建所有制和阻碍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探索埃及政治力量

所经历的民主、发展与民族变革困境的出路。 随着内部和外部条件的不断成熟,埃及的马克思主义

史学逐渐发展,彰显出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左翼报刊成为埃及马克思主义治史实践的主要阵地。 为了使松散的工会组织在议会中发

挥更大的政治影响力,埃及知识分子精英在 1921 年建立社会党,并于次年更名为埃及共产党。 埃及

共产党的建立使埃及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团体和左翼出版社数量倍增,其中影响力较大的三个组织

分别是:亨利·库里尔创立的“埃及民族解放运动”、希勒尔·施瓦茨创立的“星火党”和马萨尔·塞

里希领导的“人民解放组织”。⑤ 此后,埃及的左翼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所涉及的范围和内

容也更加多样化,例如“20 世纪出版社”旗下的《新黎明》、⑥星火党下属的“科研出版社”⑦和青年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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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米尔·阿明:《萨米尔·阿明回忆录》,阿因出版发行社 2017
年版,第 36 页)

(萨米尔·阿明:《毛泽东思想与修正主义》,现代出版社 1974 年版,第 133 页)
Raouf Abbas, “Labor Movement in Egypt:1899 - 1952”, The Developing Economies, Vol. 11, No. 1, 1973, pp. 62 - 75.

(瓦吉赫·考塞拉尼:《史学史:趋
势、流派、方法》,阿拉伯政策研究中心 2012 年版,第 131 页)
Tareq Y. Ismael,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Egypt:1920 - 1988,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12 - 31.
Selma Botman, The Rise of Egyptian Communism, p. 54.
“科研出版社”是“星火党”的党媒,由埃及马克思主义活动家、作家舒赫迪·阿蒂叶·沙斐仪于 1944 年建立并发行《人民报》。
该报涉及范围很广,从埃及的贫困问题到世界各地的经济发展模式,客观上促进了埃及人民族意识的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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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党的《社会主义》等。 左翼出版社的崛起为埃及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提供了实践平台,不同左翼

刊物在公众形象、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上也有一定分歧,史学流派的冲突与论战也进一步促进了埃

及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的发展。
第二,注重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考察历史动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学与经济

学共同促进了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形成与发展,推动了以“社会和经济”因素为突破口,以关注人类社

会历史问题与历史变迁研究为己任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① 艾哈迈德·鲁什迪·萨利赫是首位

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解释埃及当代史的史学家,他先后出版《埃及的克罗默》 《中东的美国殖民主

义》《苏伊士运河》等著作。 他指出,大量外国金融资本的涌入使埃及受制于资本市场和欧洲政治,
英国借此殖民埃及并建立了自己的垄断体系。② 除对殖民主义的解读外,拉希德·伯拉维还在《现代

埃及经济史》中体现出对马克思“社会劳动生产力,首先是科学的力量”③的信仰,强调科学技术是塑造

埃及历史的主要力量;只有遵循上层制定的计划、集体化和大规模工业化的纲领才能保证国家的

发展。④

第三,初步形成埃及马克思主义史观。 20 世纪 40 年代是埃及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代
表人物是史学家福阿德·穆尔西。 穆尔西早年曾建立马克思主义研讨会“亚历山大先锋队”并创

办报刊《人民的旗帜》,表现出强烈的唯物主义精神。 1949 年,他在《埃及的资本主义发展与阶级

斗争》一书中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出发点,强调了自 1798 年以来的埃及历史都是“辩证唯物主义”原
则的精确体现。 穆尔西总结了埃及的阶级斗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进一步加剧的原因,即埃及国

内工业的增长和工人阶级的壮大;资产阶级拥有更多剥削劳动人民的机会;物价与工人工资水平

之间的差距不断拉大;工人组织的完善与谈判力量的发展;自由主义与阶级思想的传播进一步

扩大。⑤

埃及在 1923—1952 年实行的“宪政实验”客观上推动了言论自由,从而使埃及马克思主义史

学在这一时期产生了从无到有的质变,但它并没有在埃及形成燎原之势。 作为一种新生的思想,
它主要面临来自宗教与政治势力的双重打压。 在宗教领域,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主张损害了埃及

乌莱玛集团的切身利益,埃及大穆夫提穆罕默德·伯希特·穆蒂仪(1856—1935 年)在 1919 年 8
月发布了一道宗教命令,强烈谴责布尔什维克主义对宗教信仰的威胁。⑥ 在政治领域,埃及的民族

主义革命实质上是一场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目的在于寻求民族资产阶级的生存和发展,因此,并不

能代表大多数无产阶级的利益。⑦ 统治者宣称,在埃及建立共产主义政党和组织,将会对埃及的

民族独立事业构成损害。 此举限制了共产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埃及的发展壮大,政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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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梁民愫:《英国学派与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83 页。
(艾哈迈德·鲁什迪·萨利赫:《埃及的克罗默》,20 世纪出版社

1945 年版,第 17 页)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科学技术》,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

(拉希德·伯拉维:《现代埃及的经济发展》,埃
及复兴出版社 1948 年版,第 320 页)

(福阿德·穆尔西:《埃及的资本主义发展与阶

级斗争》,新埃及人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 页)
王泰:《十月革命在中东的历史回响———〈金字塔报〉所见的共产主义在埃及的早期传播及其历史命运》,《内蒙古民族大学学

报》2009 年第 4 期。
杨灏城:《埃及近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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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边缘地位使埃及马克思主义者将出版领域作为斗争的主要阵地,埃及马克思主义史学逐步

壮大。

三、专业化与繁荣:纳赛尔时期的埃及马克思主义史学

1952 年七月革命后,尤其是 20 世纪 60 年代初埃及总统纳赛尔宣布实行“民主、合作的社会主

义”后,埃及史学界出现了一种强有力的新风尚:社会经济问题成为人们探讨、争论的焦点,①埃及马

克思主义史学在这一背景下迎来了全面发展时期。 埃及马克思主义史学在纳赛尔时期走向繁荣,主
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首先,埃及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发展期完成了理论的构建。 埃及史学家穆尔西

和鲁什迪使用“两大基本规律的矛盾运动”原理阐释了“历史的发展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

的结果,这就必然导致政治和上层建筑的变化”。② 其次,“1964 年宪法”为埃及马克思主义史学提供

了合法性依据。 该宪法规定:埃及是“以劳动人民力量”为基础的民主国家,其经济制度是“社会主

义制度”。③ 以“人民控制生产资料”“计划经济”“阶级斗争”“世俗主义”为表征的纳赛尔主义在埃

及迅速传播。 最后,相对宽松的国内政策为埃及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提供了可能。 由于纳赛尔强

调其主张的内源性,涉及社会主义理论的学术研究环境较议会和英国占领时期有了明显改观。 同

时,纳赛尔政府的社会主义改革与苏伊士运河的国有化给予了埃及马克思主义者新的希望,他们对

当局的态度从对抗转向支持与选择性合作。
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现了埃及共产党人和国家政权之间的和解,埃及马克思主义史学

家试图用模糊分歧的方式将自己融入民族主义的历史书写之中。 随之而来的是第二次左翼出版社

的发展高峰,其中以“纳迪姆出版社”和“埃及传媒出版社”最为活跃。④ 此外,纳赛尔还下令创办《晚
报》,⑤用将近二分之一的版面刊登马克思主义研究,内容涉及埃及社会的转型分析和解决方案。⑥ 20
世纪 60 年代第三世界国家纷纷独立,埃及马克思主义者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蕴含的方法论价值,
促进了以问题为导向的实践应用,产生了一系列旨在影响政治进程的历史著作。 在这一时期,对过

去的分析和对现实的批判被融合成一种新的史学研究趋势,开启了埃及马克思主义史学新阶段,主
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注重马克思主义史学与民族主义的融合。 易卜拉欣·阿米尔是埃及首位运用马克思主义

理论解释民族运动的史学家,他主张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在历史教科书中使用唯物论

解释埃及的民族主义革命。 在《埃及民族革命:1919—1952 年》一书中,他将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理

论相结合,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阐明了革命的一般规律,指出社会主义的任务就是打破资本、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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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彭树智主编:《二十世纪中东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91 页。
(福阿德·穆尔西:《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新文化出版社 2013 年

版,第 7 页); (艾哈迈德·鲁什迪·萨利赫:《埃及的克罗默》,第 10 页)
杨灏城、江淳:《纳赛尔和萨达特时代的埃及》,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第 88 页。
Anouar Abd al-Malek, Egypt: Military Society, Vintage Books, 1968, p. 121.
该报是埃及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份晚报,1957 年由埃及左翼理论家、政治家哈利德·毛希丁创办。
Anouar Abd al-Malek, Egypt: Military Society, p.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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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和卖国者之间的联系,与平民阶级和民族主义结成统一战线。① 1958 年,埃及和叙利亚组成阿

拉伯联合共和国,中央政治局发表了由埃及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马哈茂德·阿里姆与阿卜杜·阿齐

姆·艾尼斯撰写的声明,他们依据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从语言、地域、经济、文化几个

方面论证了共和国的合法性,弱化了民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分歧。②

第二,注重结构分析的整体历史观。 这一时期的埃及马克思主义史学强调结构分析对理解历史

进程的重要性,着重分析外国统治、剥削和资本主义结构如何影响埃及的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格局。
法乌齐·吉尔吉斯提出,从源头开始研究埃及的整个社会经济结构及其与强权政治的关系,引起埃

及史学界对政治发展特征、规律和性质的研究兴趣。 他在《埃及政治史:从马穆鲁克时代起》中详细

论述了上层资产阶级、大地主和资本家是怎样挫败埃及无产阶级革命的,并从生活水平、收入分配、
阶级形成、社会正义、政治结构等问题入手,驳斥了 19 世纪埃及现代化的争论,指出穆罕默德·阿里

领导下的埃及工业化是脆弱的和浮于表面的,是为了维持埃及的封建专制社会结构,最大限度地满

足资本主义的利益诉求。③

第三,注重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史学实践。 随着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埃及的传播,埃及马克思

主义史学家逐步将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性质、条件和目的作为考察的主要对象。 舒赫迪·阿蒂叶·
沙菲仪在《埃及民族运动的发展》一书中,将民族主义叙事与对埃及社会的马克思主义解读相结合,
列举了埃及工人和农民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并分析了阻碍革命取得成功的关键性因素。 他在工人

组织、立法、代表、贫穷、税收和工人权益之间建立了重要的概念联系,鼓励读者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

义之间做出选择,并呼吁政府通过扩大公共部门和实施中央计划来消除垄断,论证了科学社会主义

理论、运动和社会制度三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④

第四,逐步建立“历史科学的系统”。 埃及马克思主义史学之所以能在纳赛尔时期取得这样的成

就,与历史书写的规范化密不可分。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穆罕默德·艾尼斯于 1963 年 4 月 1 日在《金
字塔报》发表署名文章《我们的民族遗产》,指出历史档案作为民族遗产的重要性,从而掀起了一场

广泛的史学运动,使受过专业训练的史学家能够使用官方历史档案进行研究。 他还促使埃及颁布了

档案保护法,有效地防止了埃及历史档案的外流。 为方便学者查找资料,艾尼斯还建立了旨在收集

和保护埃及历史档案的“当代埃及历史中心”。⑤

重写人民历史的需求是所有后殖民和后革命社会的典型需求, 尤其是对于像埃及这样摆脱了

外来统治和政权破产负担的国家。⑥ 在这一背景下,埃及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在纳赛尔时期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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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伊卜拉欣·阿米尔:《埃及民族革命:1919—1952 年》,纳迪姆出

版社 1957 年版,第 5 页)
(拉吉·马赫迪:《马克思主义者与阿卜杜勒·纳

赛尔》,阿拉伯世界科研中心 2017 年版),https: / / www. ssrcaw. org / ar / show. art. asp? t = 2&aid = 558806[2023 - 10 - 07]
(法乌齐·吉尔吉斯:《埃及政治

史研究:从马穆鲁克时代起》,埃及图书总局 1989 年版,第 64 页)
(舒赫迪·阿蒂叶·沙菲仪:《埃及民族运

动的发展》,舒赫迪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6 页)
(《当代埃及历史中心简介》),https: / / www. darelkotob. gov. eg / ar - eg / Pages / OrgStruct - Details.

aspx? oId = 71[2023 - 10 - 07]
Ulrike Freitag, “Writing Arab History: The Search for the Nation”, British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21, No. 1, 1994,
pp. 19 - 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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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峰,马克思主义理论被广泛应用于不同学术旨趣的历史书写,如穆罕默德·艾哈迈德·艾尼斯的

埃及社会史、艾哈迈德·伊扎特·阿卜杜勒·卡里姆的埃及教育史、舒赫迪·阿蒂叶·沙菲仪的民

族主义史学、法乌齐·吉尔吉斯的埃及政治史、艾哈迈德·萨迪克·萨阿德的埃及经济史、加利·舒

克里的埃及思想史等。①

四、本土化与创新:开放政策后的埃及马克思主义史学

随着纳赛尔时代的终结,继任者萨达特宣布发动“纠偏运动”,埃及开始呈现政治生活自由化和

经济政策非国有化的特征。 埃及城市资产阶级骤然壮大,官僚资产阶级居统治地位,“农民在纳赛尔

时代从租佃法获得的有限利益,至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代不复存在”。② 除了政策的转变,苏联解体

与穆斯林兄弟会(以下简称“穆兄会”)势力的复苏也在意识形态上给这一时期的埃及马克思主义史

学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但是,20 世纪 70 年代后,仍然有许多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留下了具

有较高参考价值的作品,后纳赛尔时期的埃及马克思主义史学在理论方面实现了重大突破,并且在

反对宗教极端主义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
第一,在研究方法上,丰富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埃及的经济开放政策于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基本形成,萨达特于 1974 年正式颁布《关于阿拉伯与外国投资和自由区》的第 43 号法令,
全球化使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国际经济不平等发展的弊端逐步凸显。 同年,埃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家萨米尔·阿明出版《不平等的发展》,在继承马克思阶级论、列宁帝国主义论、发展主义、弗兰克殖

民地资本主义论的基础上提出“依附理论”,成为考察第三世界国家历史发展的有力解释工具。 他重

视考察远洋贸易及其对经济的作用,使对国家性质和东方社会发展的思考占据了阿拉伯历史研究的

一席之地。
除经济学外,阿明还十分重视阶级分析和历史唯物主义在研究中的指导意义,认为社会主义是

人类消除资本主义剥削的唯一途径。③ 他指出,苏联模式只适合欧洲的历史书写,埃及史学应摆脱这

种困境,并寻找一种适用于亚洲、非洲,特别是阿拉伯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④ 阿明在《价值

规律与历史唯物主义》中提出,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也是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理

论根源,由辩证统一、阶级斗争和经济规律之间相互作用,对考察前资本主义时期的社会形态具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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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舒赫迪·阿蒂叶·沙菲仪:《埃及民族运动的发展》;穆罕默德·艾哈迈德·艾尼

斯:《埃及社会的发展:从封建社会到 1952 年 7·23 革命》,哲伯拉维印书馆 1977 年版;加利·舒克里:《现代埃及思想的复兴与

衰落》,先锋出版社 1978 年版;艾哈迈德·萨迪克·萨阿德:《埃及社会经济史: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为理论指导》,伊本·赫勒敦

出版社 1979 年版;法乌齐·吉尔吉斯:《埃及政治史:从马穆鲁克时代起》;艾哈迈德·伊扎特·阿卜杜勒·卡里姆:《穆罕默

德·阿里时期的教育史》,埃及复兴图书馆 2017 年版)
Ninette S. Fahmy, The Politics of Egypt: State-Society Relation, Routledge Publisher, 2012, p. 206.

(萨米尔·阿明:《萨米尔·阿明回忆录》,文艺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51 页)

(瓦吉赫·考塞拉尼:《史学史:趋
势、流派、方法》,第 1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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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作用。① 为更好地解释上层建筑和意识的作用,他还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层理论中融入了韦

伯的概念。②

第二,在研究内容上,从解构“资本主义”转向批判“宗教极端主义”。 20 世纪 70 年代之前,占埃及

社会主流的意识形态是世俗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但随着冷战和阿以矛盾的加剧,越来越多的埃及

学者回到伊斯兰教中寻找民族复兴的答案。 1967 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埃及惨败,伊斯兰复兴主义开始

在埃及兴起,并从反对共产主义思想逐步走向政治伊斯兰③的阵营,反极端主义开始成为埃及马克思主

义史学的前沿阵线。 埃及民族进步统一集团党④主席哈利德·毛希丁于 1977 年出版《宗教与社会主

义》,探讨了宗教、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驳斥了无神论威胁说,并结合埃及民族运动史阐

明了穆斯林和基督徒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开展反压迫斗争的必然性。⑤

随着宗教极端和恐怖主义的全球化演进,埃及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里夫阿特·萨义德在埃及民族

进步统一集团党创始人毛希丁的基础上重新界定宗教与政治的范畴,批判了伊斯兰的反共倾向,并
进一步论证阿拉伯国家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发展问题的必要性。 里夫阿特·萨义德于 1996 年正式

提出“伪伊斯兰”(al-Ta'aslim)⑥学说,将持有该主张的人定义为“伪伊斯兰恐怖分子”。 在《反对伪伊

斯兰》一书中,里夫阿特否认政治伊斯兰的合法性,指出穆兄会是造成埃及左翼退出政坛的主要原因,
宗教性的托古改制并不适合现代社会。⑦ 该学说对埃及乃至整个中东地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发展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今依然被广泛应用于对伊斯兰政治化问题的解读中。
第三,在研究影响上,马克思主义史学促进了埃及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 埃及马克思主义史学

对妇女解放运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它揭示了形成埃及妇女处境的历史和物质条件,考察了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中女性社会和经济地位的历史变迁。 这一时期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女性马克思主义史学

家,如埃及共产工人党党员、史学家爱尔娃·萨利赫,她将托尼·克利夫的《阶级斗争和妇女解放》译
成阿拉伯文出版。 在其回忆录《早产儿》中,她总结了 20 世纪 70 年代埃及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历史性

问题,指出埃及共产主义组织内部存在结构问题,并批评政党领导人的理性主义伪装,将出版活动置

于优先地位而忽视政治斗争的必要性,从而导致最终的败局。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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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萨米尔·阿明:《价值规律与历史唯物主义》,现代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8 页)
Amiya Kumar Bagchi,“Samir Amin: A Short Intellectual Portrait”, Agrarian Sou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 9, No. 1, 2020,
pp. 50 - 62.
“政治伊斯兰”(al-IslŠm al-SiyŠsiī)由埃及法学家阿什马维在 20 世纪 80 年代提出,但部分阿拉伯学者认为,这一术语混淆了“抵
抗西方帝国主义的正义力量”与“暗中勾结敌对势力的恐怖分子”之间的概念差异。 他们甚至认为,“政治伊斯兰”是石油美元

的话语体系,因此,更倾向使用里夫阿特·萨义德提出的“伪伊斯兰”理论。
埃及民族进步统一集团党创立于 1976 年 11 月 11 日,是萨达特总统于 1973 年提出在思想、政治和经济等方面实行“开放政策”以后

批准建立的三个政党之一,成立时宣布党员有 5 万人,成员包括前埃及共产党成员和马列主义者、民主进步分子以及工人、学生、小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 参见李安山:《中国大百科全书》,https: / / www. zgbk. com / ecph / words? SiteID = 1&ID = 302340&Type =
bkzyb&SubID =51496[2013 -10 -07]

(哈利德·毛希丁:《宗教与社会主义》,新文化出版社 1977 年

版,第 83—88 页)
该词与“伊斯兰”(al-IslŠm)同源,词形本身带有“佯装”之意。 “伪伊斯兰”是一种主张对伊斯兰教进行改造,使其转变为一种支配

社会与个人的政治意识形态,并将自穆罕默德时期至今出现的所有社会宗教习俗视为义务和教律,否认其他形式的宗教主张的

流派。
(里夫阿特·萨义德:《反对伪伊斯兰》,艾哈利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7—8 页)

(爱尔娃·萨利赫:《早产儿》,纳赫尔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5—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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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马克思主义女性史学家注重运用阶级分析法探讨性别和权力本质的互动关系,分析埃及女

性在家庭、教育、工作等领域的边缘化困境。 爱米娜·沙菲克在《埃及女性工人阶级:起源、发展、斗
争》中梳理了埃及女性工人阶级的产生和发展,强调要实现真正的妇女解放,需要对社会进行全面改

造。 她认为,仅在现有资本主义制度下倡导性别平等是不够的,呼吁开展社会主义革命,从根本上挑

战阶级剥削和性别压迫的结构。① 此外,埃及马克思主义史学还表现出强烈的“人文关怀”,埃及马

克思主义者穆罕默德·萨义德·萨阿德创建了埃及人权协会并出版《反对女性割礼》,促进了埃及从

政府层面废除这一陋习的立法进程。②

从这一时期的治史背景来看,伊斯兰思潮逐步成为埃及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 为了与社会主义

发展模式划清界限,萨达特通过穆兄会打压左翼分子,伊斯兰势力迅速在埃及扩张,该境况一直持续

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穆巴拉克着手打击伊斯兰势力才得以控制。 与此同时,受全球马克思主义思

潮和新左派兴起的影响,埃及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将研究范围从阶级斗争扩展到性别和文化等领域,
并在理论层面取得了一定的创新。 尽管埃及马克思主义史学在 20 世纪 70 年代后的发展遇到了一

定的内外掣肘,但其依然活跃于埃及媒体,与全球马克思主义史学交相辉映,表现出强大的史学生

命力。

五、埃及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价值

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认识论与方法论上对埃及史学研究产生了重要的指导意义,生产力决定论、
阶级分析法、辩证唯物主义等强有力的理论工具为埃及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快速形成与发展提供了依

据。 在此基础上,埃及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史学进行本土化,解构了埃及传统的史学观,
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阿拉伯模式做出了自己的探索。 因此,埃及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具有重要价

值,它不仅对埃及史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对全球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交往起到了不可取代的

作用。
第一,构建了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为埃及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奠定了基础。 近代埃及史

学话语体系经历了从传统史学话语体系向民族史学话语体系、民族史学话语体系向马克思主义史学

话语体系转变的过程。 埃及赫勒万大学教授安瓦尔指出,将文化能量投入语言资源的开发是马克思

主义者的有意为之,因为新的思维和行为方式需要以新的语言做媒介来表达。③ 于是,许多新的名词

在近代埃及社会变得越来越大众化,如“进步思想”“革命运动”“革命理论”“阶级斗争”“封建主义”
“辩证唯物主义”“反作用”“警察国家”“阶级意识”“阶级构成”等。

史学语境的转变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埃及化”提供了基础,埃及史学家得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立场、观点与方法论同埃及的历史实际相结合。 另一个在纳赛尔时期非常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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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爱米娜·
沙菲克:《埃及女性工人阶级:起源、发展、斗争》,埃及民族进步统一集团党教育秘书处 1987 年版,第 5—7 页)

(穆罕默德·萨义德·萨阿德:《反对女性割

礼》,金字塔政治与战略研究中心 2004 年版)
(艾哈迈德·索迪克·赛耳德:《二战后的

埃及左翼》,麦德布利出版社 1976 年版,第 358 页);
(易卜拉欣·阿米尔:《土地与农民:埃及的农业问题》,埃及印书馆 1958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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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史学名词是“阴谋论”(Mu'Šmarah),埃及史学家最初用它来说明马克思主义经验论和结构论无

法解释的政治事件,后来与其他史学传统融合,偏执地被用来掩盖国家决策的失败。① 虽然现在看

来,当时的许多话语并未与历史解释之间建立起完善的逻辑关系,且大多出现在论著的“前言”和
“结论”中,但埃及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依旧从话语、概念、兴趣、假设和关注点等方面划清了他们

与埃及其他史学派别之间的界限,客观上推动了埃及史学的发展和埃及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的

形成。
第二,改变了埃及史学的传统书写范式,为“底层群众历史观”的书写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马克

思主义史学产生以前,埃及历史编纂大多以政治领袖和统治集团参与的重大公共事件为主要研究对

象,阶级分析自然也不在史学范畴之内。 这种自上而下的史学研究范式往往将美化统治阶级作为史

学编纂动机,他们很少从普通民众的角度去关注历史发展。 即便是埃及民族主义史学家沙菲克·古

尔巴勒也认为,“欧洲在东方的强权政治是孕育现代埃及的母体,‘媒人’是拿破仑,创始人是穆罕默

德·阿里。”②埃及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以一种“自下而上”的历史观念为指导,既研究社会下层的生活

经历,也关注上层的历史发展。 以农民、工人、妇女和其他社会弱势群体的经历,揭示他们的能动性

和对历史发展的贡献。
艾哈迈德·萨迪克·萨阿德和易卜拉欣·阿米尔分别在《农民问题》和《土地与农民:埃及的农

业问题》中记录了近代埃及农民的悲惨处境,及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利益流失。 萨阿德以资本主义

和帝国主义介入下的埃及为背景,详细分析了与之伴随的埃及社会经济问题,认为帝国主义同盟企

图将埃及的农民问题永久化,指出埃及农民问题的根源来自于大地主阶级的寄生,并提议对超过 50
费丹的农业用地设置所有权期限,将超过限额的土地没收并分配给无地的农民,建立农业生产合作

社。 阿米尔将这一问题置于历史科学研究的标准之下,综合运用传统方法和现代理论对历史档案和

信息进行分析。③ 这种对农民问题的关注撼动了埃及史学的传统范式,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唯物

史观本质。
第三,将交叉性研究方法纳入历史分析,为埃及民族主义史学提供了新的路径。 20 世纪初期

的埃及马克思主义史学仍处于启蒙阶段,史学家们往往具有阶级、性别和民族等多维度相互交织

的身份属性,这种交叉性有助于提供对历史事件更全面的理解,体现了埃及马克思主义史学独特

的治史特征。 其中以埃及社会主义先驱萨拉马·穆萨最具代表性。 萨拉马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

是理解和分析历史所必须的,并坦言:“我必须承认,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像卡尔·马克思那样

对我影响至深,但我曾因为害怕被指控为共产主义者而刻意回避了他的名字。”④其思想可以概括

为三个方面:西方的理性主义和现代化;社会主义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方式;将埃及国民性的根源追溯

至法老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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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福阿德·穆尔西:《埃及的资本主义发展与阶级斗

争》,第 5 页)
孔研:《埃及民族主义史家古尔巴勒的史学作品、史学思想及其史学贡献》,《外国问题研究》2021 年第 1 期。

(艾哈迈德·萨迪克·萨阿德:《农民问题》,二十世纪出版社

1945 年版,第 53—62 页) (易卜拉欣·阿米

尔:《土地与农民:埃及的农业问题》,第 7—13 页)
(萨拉马·穆萨:《萨拉马·穆萨的教育》,欣达维教育文化

基金会 2017 年版,第 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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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马发展了艾哈迈德·鲁特菲·赛义德的“自由民族主义”思想,主张切断埃及与宗教之间

的联系,重新定义埃及国民性,他将国民性与经济制度和人民权益相结合,提出了“法老主义”①这

一全新的概念,并呼吁将法老主义作为埃及人从属关系的基石。 在历史书写上,他创建“埃及科学文

化学会”并发行《新杂志》期刊,提倡用西方科学的思维模式取代传统的阿拉伯书写习惯。 萨拉马的

“法老主义”为埃及民族主义史学开辟了新的路径,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 20 世纪 70 年代伊斯兰思潮

的复兴。 需要注意的是,其思想虽具有争取民族独立的先进性,但未能摆脱“西方中心论”的束缚,具
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第四,发展了新史学理论体系,拓宽了历史学的研究领域。 随着 20 世纪西方史学理论的发展,
反对狭隘外交政治史、倡导总体史和问题史学的思潮在埃及得到了迅速发展。 1945 年,埃及史学家

沙菲克·古尔巴勒创建“埃及历史研究学会”,结束了埃及史学长期由政府官员书写的历史,并出版

了英阿双语的《埃及史学评论》,②为埃及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提供了话语表达的平台,扩大了马克思

主义史学的学术影响力。 埃及马克思主义史学通过强调社会和经济因素在塑造历史中的作用,为历

史事件和过程的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视角。 但他们并没有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而是将马克思主

义作为一种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同时引入其他学科的理论进行综合性研究。
埃及史学的研究重点开始从政治史转向教育史、文化史、社会史、思想史、科技史等领域,将马克

思主义文学批评应用于当代埃及文化作品中,如艾哈迈德·伊扎特·阿卜杜勒·卡里姆的《穆罕默

德·阿里时期的教育史》和《19 世纪开罗的社会变迁》,艾哈迈德·鲁什迪·萨利赫的《民间文学艺

术》和《埃及社会史研究》,马哈茂德·艾敏·阿利姆的《论埃及文化》,易卜拉欣·法特希的《埃及的

叙事与评论》,阿卜杜勒·阿齐姆·艾尼斯的《科学与文明:古代文明与希腊文明》等。③ 这些埃及马

克思主义史学家卓有成效的探索表明,埃及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能够产生丰富多彩的经验性作品,
他们的成果也向国际历史学界展示出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分析工具的威力。

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认识论与方法论上对埃及史学研究产生了重要的指导意义,生产力决定论、
阶级分析法、辩证唯物主义等强有力的理论工具为埃及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缘起与流变提供了依据,
影响了近现代埃及史学的发展趋势,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唯物史观的广泛传播影响了

包括阿拉伯文学泰斗塔哈·侯赛因在内的一批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们通过对历史客观的多角

度分析为历史解释提出了更多的可能性。 其次,重视研究统治阶级与劳动阶级之间的权力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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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法老主义”即埃及民族主义,是一种公民民族主义,强调埃及人不分种族或宗教的统一。 法老主义者认为,埃及自古埃及法老

时代以来,就享有独立的区域系统。 法老主义的主要目标是歌颂法老时期的埃及并在现代埃及人当中创建和培养民族认同与

民族尊严。
格奥尔格·伊格尔斯、王晴佳、苏普里娅·穆赫吉:《全球史学史》,第 294—295 页。

(阿卜杜勒·阿齐姆·艾尼斯:《科学与文明:古代文明与希腊文明》,埃及编译基金会文化部 1967 年版;马哈茂德·艾敏·阿利

姆:《论埃及文化》,新文化出版社 1988 年版;艾哈迈德·鲁什迪·萨利赫:《民间文学艺术》,埃及图书总局 1997 年版;艾哈迈

德·鲁什迪·萨利赫:《埃及社会史研究》,埃及图书总局 1998 年版;艾哈迈德·伊扎特·阿卜杜勒·卡里姆:《19 世纪开罗的社

会变迁》,埃及复兴出版社 2000 年版;易卜拉欣·法特希:《埃及的叙事与评论》,埃及图书总局 2004 年版;艾哈迈德·伊扎特·
阿卜杜勒·卡里姆:《穆罕默德·阿里时期的教育史》)



20 世纪埃及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缘起与流变

强调剥削、不平等以及下层阶级对统治结构的反抗,使探讨经济结构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成为 20 世

纪埃及历史书写的主要特征。 最后,对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深入分析促进了埃及民族主义叙事

的发展。 通过对埃及在殖民统治下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关系的分析,为考察埃及民族主义斗争提

供新的路径。

结　 语

埃及马克思主义史学萌芽于 19 世纪,其思想来源主要包括理性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传

统。 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迅猛发展使西方殖民体系逐步建立起来,埃及沦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

廉价劳动力市场,工人阶级的发展壮大为马克思主义在埃及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俄国在十月革命

后发表《告俄罗斯和东方全体穆斯林劳动人民书》、共产国际对社会财富进行重新分配的经济理念

鼓舞了大批埃及民众,客观上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埃及的传播。 20 世纪上半叶,国际共产主义运

动的发展促成了埃及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与发展,这一时期埃及马克思主义史学书写群体主要

是左翼新闻工作者,他们将报刊领域作为斗争的前线阵地,将阶级斗争与民族解放事业相结合。
20 世纪下半叶,随着史学专业化,埃及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西方模式的基础上对史学方法进行了独

立探索,主要以萨米尔·阿明的经济史学范式和里夫阿特·萨义德在反宗教极端主义领域取得的

成就最具影响力。
虽然埃及马克思主义史学在 20 世纪取得了长足发展,但仍面临一些问题。 在政治维度上,埃及

恢复多党制政体后,代表各自利益的史学家在党派斗争中错误地将埃及在革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归

因于马克思主义,强化了政治意识和历史书写之间的相互作用,对掌握历史解释权的争夺削弱了埃

及马克思主义的客观性。 在社会维度上,穆兄会的快速发展使伊斯兰思潮在埃及占据了主导地位,
宗教信仰与无神论的内在矛盾给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埃及的发展带来了阻力。 在史观维度上,部分史

学家存在过度强调经济决定论、在历史分析中忽视非阶级因素的倾向。 埃及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学术

脉络、实践路径、价值取向上反映了当时的文化传统与社会变迁,承担着道德教化和历史借鉴的功

能。 因此,将埃及马克思主义史学纳入基于个体性考察的整体性研究方法,反思其利弊得失与经验

教训,可以为中东史学史的研究提供裨益。

(作者赵悦清,西北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邮编:710127)
(责任编辑:李桂芝)
(责任校对:董欣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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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ergence of the field is based on the abundant criminal historical materials produced in the legal system
and preserved in ancient historiography. It also benefits from applying legal history to criminal historical
materials. Criminal history has become a new way to study the history of legal system. This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Firstly, the study of crimes through legal history adds a new angle and
facilities investigation into legislative control; Secondly, the study of criminal groups and their interaction
with society through social history broadens the scope of the social history of law, conducive to the
investigation into judicial practice.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tudies of criminal history, we
cannot just limit ourselves to microscopic and grassroots perspectives of social history, but also to grasp the
variability and overall characteristics of ancient society at the macro-level. We need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approaches of political history and cultural history.

The “Colonial Situation” Theory and the Turn of French Colonial History / / Wang Wenfei

In the 1990s, the “colonial situation” theory was applied in the field of French history to criticize the
bias of the post-colonial historiography for antagonizing the colonizer and the colonized and ignoring the
diversity of colonial social backgrounds. At the same time, it emphasizes the total impact of colonialism,
not just changes in form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omination, but also profound social changes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s. Influenced by this theory, the study of French colonial history in recent years has mainly
focuses on three aspects: firstly, to change the general, vague, and non-active inherent image of the
colonized, emphasizing the dynamic of colonial societies; secondly, to bridge the narrative gap between
metropolis and colonies,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internal circulation of empires; thirdly, to transcend spatial
limitations of the colonial empire and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circulation of people, materials, and ideas
among empires. The “colonial situation” theory is converged with the rise of new imperial history and the
global turn in historiography, which has jointly contributed to an important development in the study of
French colonial history.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Egyp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 /
Zhao Yueqing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Egyp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Middle East historiography but with its
distinctive features. In viewing history as the result of class struggle, it analyzes Egypt's social-economic
conditions and political struc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 twentieth century was a
crucial historical period for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this country. It is
built upon the response of historical writing to colonialism, class struggle, and social reality.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Egypt not only continued the application of classical Marxist principles, but also expands
the scope of dissemination of Marxist Sinicization beyond China in foreign lands. Its historical evolution has
experienced various stages from being trends of social thought to evolving into schools of historiography,
from sticking to dogmatism to pursuing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s well as from promoting class struggle to
embracing anti-extremism. The study of twentieth-century Egyptian Marxist historiography has certain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and practical value for promoting construction of historical discours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alysis on Miyazaki Ichisada's “Tang-Song Transformation Theory” / / Sun Bo

Miyazaki Ichisada further developed “The Theory of the Modern Song Dynasty” (also known a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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